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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村干部职务行为研究的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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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基层建设的重要推动主体，其职务行为不仅是保证乡村

有效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基于多

重理论基础，划分出“利村”与“利己”这两种村干部角色类型以及“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

己”与“利己不利村”三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探讨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倾向影响，

并运用案例分析方法验证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乡村治理结果产生的异质性。同时在对

“利己不利村”这一职务行为倾向进行深入机制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其典型行为的形成机

理。研究发现：在村干部行使职务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

双方切实利益的村干部，由于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他们往往会以自

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

由此提出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两点对策：一方面，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

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另一方面，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

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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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不仅可以促进乡村经济的蓬勃发展，也可以保证乡村社会的和

谐稳定，是加强国家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2018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曾

连续提到要增强“乡村治理能力、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国家对乡村治理领域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明确要求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农村治理体

系。《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

决定》①为基层干部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基本遵循；《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②则提出

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实践者”和“领路人”，村干部在促进乡村治

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中起着关键作用[1]。确实，村干部身处乡村治理一线，他们既是“教练员”，又

是“战斗兵”，承担着维护村民团结、农村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基层村干部大多是由村

收稿日期：2021⁃03⁃3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个体偏好研判实验及政策演进研究——基于豫鲁冀皖苏陕1493农户

跟踪面板数据”（7187413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公共政策个体风险研判实验及拟合匹配研究——以陕甘鲁

豫1600农户为例”（7157320）。

*为通讯作者。

① 《决定》提出：把提高治理能力作为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重大任务。通过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推动

广大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开展工作，提高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各项工作能力

和水平。

② 《意见》提出：到2020年，现代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村基层党组织更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以党组织为领

导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明显加强，村民自治实践进一步深化，村级议事协商制度进一步健全，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第2 期 罗博文 等：“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民自治机制中选举产生，并没有经过国家严格选拔程序的考验，自身综合素质、角色与行为的匹配程

度等方面与国家公务员群体相比存在着一定差距。所以，这些问题会直接影响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倾

向与履职效果，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乡村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补齐基层村干部队伍建设短

板，矫正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倾向，成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推进农业农村全面现

代化的重大任务。在村干部的职务行为中，他们往往扮演着多重角色，不同角色之间在进行转换的

同时也会促使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倾向发生相应的改变进而最终影响乡村社会的治理能效。其中，积

极影响表现为对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正向强化作用，即村干部职务行为会推动乡村发展；而

消极影响则表现为对乡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反向弱化作用，即可能会阻碍乡村发展。那么，村

干部角色与其职务行为倾向的类型分布到底是什么格局？影响格局形成的因素又有哪些？如何引

导村干部向期望格局转变？是当前亟待进一步探索的现实问题。

一、文献回顾

学术界针对村干部职务行为的讨论由来已久，但一直未达成共识。目前，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

的因素主要涵盖个人综合素质、收入来源、激励机制、腐败问题、选举制度、公职化问题等等，其研究

的落脚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更好促进乡村建设和乡村发展上。具体而言，从个人

综合素质来看，村干部的素质特征分为思想理论素质、综合能力素质、文化素质和人格品质等四个维

度。一般来讲，村干部的个人综合素质越高，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越强烈[2]。从收入来源

看，村干部的收入主要从生产和经营性收入、农资经销、推广新型农业技术和误工补贴等途径获得[3]。

从职能与权力来看，处在乡土社会生活中的村干部，其职权运用离不开人情来往。通过人情来往，村

干部则能够更好地完成基层治理的相关工作[4]。就胜任力而言，村干部当前的个人影响力较高，但管

理能力和领导能力较低[5]。另外有学者研究发现，中学文化程度及以上、党员身份、有参军或从事企

业工作经历的男性村民更有能力胜任村干部[6]。从激励机制来看，随着村干部职能的转变（正由管理

者向服务者转变），建立科学合理有效的激励机制（如提高村干部工资待遇、改善干群关系、强化社会

声誉、提供培训机会和规范基层治理机制等）不仅可以提高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也有助于村干部自

身素质的进一步提升[7]。从村干部腐败问题来看，其主要表现在对于腐败的界限不明、治村意识误

区、倾向实用主义和“经济至上”思维[8]。从选举制度来看，追求社会关系、经济收入、政治权利和公共

服务是村干部竞选的主要动机[9]，而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会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10]。一方面，为了能够

连任，村干部会为村民做一些实事；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得到乡镇的帮助和支持，村干部也会积极处

理好与乡镇的关系、落实上级政策 [11]。从公职化问题来看，建立村干部公职化管理制度是一种可

行性方向，实行公职化管理不仅有利于提升村干部队伍的管理效能，也会使之前存在的人情管理

变为制度管理 [12]。但是，由于当前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条件还未成熟，施行起来具有较大的

阻力 [13]。

回顾以往研究发现，虽然目前学界关于村干部职务行为问题的探讨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对于村

干部领域的认知，为后续研究贡献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但仍然缺少以村干部角色为出发点探究其职

务行为问题的研究视角。基于此，本文在既有村干部职务行为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融入“村

干部角色”的概念，在清晰界定村干部职务行为与职务行为倾向的同时，从村干部“双重角色”以及

“双重角色弱化”等理论基础出发，深入讨论村干部角色对于其职务行为的影响，并对村干部职务行

为进行深入的机制分析以考察其典型行为形成的逻辑机理。区别以往学者从村干部腐败、村干部选

举、村干部公职化等社会问题视角分析村干部职务行为的理论途径，本文基于社会学、管理学视角，

以村干部角色和村干部职务行为两个维度综合分析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现实途径，试图回答村干部

在何种角色下能够影响其职务行为朝着推动乡村发展的方向转变这一现实问题，也为进一步推进乡

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提供现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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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村干部职务行为界定以及三种职务行为倾向划分

1.村干部职务行为的界定及特殊性和重要性分析

（1）村干部职务行为的界定。村干部职务行为是指村干部当选以及在任期间所发生的职务行

为，包括选举中发生的职务行为、决策和管理中发生的职务行为及监督过程中发生的职务行为。笔

者在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将村干部职务行为划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成为村干部后根据国

家政策和当地实际情况来执行的符合村干部身份的公务行为；第二种是成为村干部后在权职范围内

利用权力将其变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的个人行为。

（2）村干部职务行为的特殊性。在村级社会网络中，村干部具有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和

提供公共服务等职权，在管理村级事务和承接国家资源等具体职务行为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乡

村有效治理的进展和结果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村干部的职务行为是否利民决定了乡村发展

状况的好坏。但不同于其他干部的职务行为，村干部职务行为具有民主性、复杂性、角色多样性和艰

巨性的特点[14]。具体来看，①民主性。根据法律明文规定，村委会主任、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①，

而村支书、支委可以由村党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产生②。因此，关于村干部的选任代表了大多数村民的

集中意志，这意味着村干部在日常履职过程中需要以民主方式来处理和应对问题。②复杂性。村干

部在日常工作中不仅要探索推动乡村发展的有效路径，还得面对类似于调解邻里纠纷的琐碎小事，

以及负责本村社区大大小小的各项事务，这些工作非常复杂。③角色多样性。作为政府与村庄之间

沟通的桥梁，村干部不仅需要履行上传下达的纽带作用，还要承载着满足村民需要以及带领乡村发

展的重大责任。因此，村干部在履职过程中往往需要扮演着多重角色。④艰巨性。村干部艰巨性的

特点体现在实现乡村振兴目标和带领乡村获得实质性发展方面。近年来，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把基层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这意味着当前摆在村干部面前的任务还十

分艰巨。

（3）村干部职务行为的重要性。作为乡村治理的代理人和执行者，村干部职务行为会对乡村的

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从政治层面来看，村干部在乡村中发挥着“领导、管理、整

合”的功能，其职务行为在乡村政治体系中也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代表着基层农村的行政权力[15]。一

般而言，在村干部能力和行为意愿较强的乡村中，公众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意愿更加强烈[16]。当前，

农村基层社区治理已取得初步成效，这与村干部组织发展乡村产业、完善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建立健

全基层服务平台等职务行为息息相关[17]。但是，乡村政治系统还存在村干部职能缺位等问题[18]，村干

部在处理乡村事务中可能以敷衍了事的态度对待村级事务，从乡村的视角来看，必然会削弱乡村的

行政管理效能[19]，导致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倾向在处理行政化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时出现偏差，对乡

村治理体系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加强村干部的履职能力、提升村干部化解各种问题的本领能够有

效增强村干部的管理效能，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乡村有序化管理，提升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

农村社区有效治理与和谐发展。在经济层面，村干部在乡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组织和决策的作

用，其个人职务行为对乡村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会产生重要影响。在村干部个人能力和行为意愿较强

的乡村中，村干部通常能够根据相关政策规定，让农民按照既定要求、程序参与到经济建设中[20]，使乡

村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先富带后富”现象，并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文化层面，村干部

在乡村建设发展中发挥着思想引领和文化建设的作用。作为村级治理的带头人，村干部相较村民而

言具有诸多的资源优势，更了解本土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新动态和新进展，在结合当地特色优势、发

展村级文化建设方面能够切实做出贡献。根据乡村自身特征禀赋的区别，在乡村的共同努力下衍生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修正）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选举产生”。

②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第二章第五条规定：“村党的委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5年，由党员大会

选举产生。党员人数500人以上的村党的委员会，经乡镇党委批准，可以由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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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种文化组织，对争取项目与招商引资、社会治理、政治辅助与监督质询、决策咨询和政策宣传与

文化传承等有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村干部的职务行为对于乡村发展来说尤为重要。培养村级干部科学履职的能力和

“执政为民”的履职观念，能够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朝着实现村民共同致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方向改变，进而造福乡村。

2.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界定及划分

村干部在履职过程中会根据不同角色立场、个人意志取向、制度机制风险和岗位职责风险等多

种因素而产生不同的职务行为倾向，笔者结合利他主义与利己主义这两种道德标准将其具体划分

为：利村、利己、不利村和不利己。“利村”是指维护或满足乡村集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乡村集体成员

的共同利益主要包括村集体共有的自然资源、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和资金以及教育和公共文娱设

施等等。假设村干部职务行为对乡村集体利益的影响是正面的，就是有利，若影响是负面的则为不

利；“利己”是指满足个人物质、精神生活的需求，以及个人才能的发展等等。假设村干部职务行为对

个人利益的影响是正面的，就是有利，若影响是负面的则为不利。根据“道德人”理论假设的表述，人

们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总体社会中的一员并努力追求他人或社会福利的改进[21]。在这种理论假设的背

景下，村干部会阻绝为己利他或单纯利己的行为原则，而是以无私利他作为自己一切行为的准则，其

职务行为倾向是“利村”且“不利己”的。与此不同的是，“经济人”理论假设则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

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每个人都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22]。在这种理论假设的背

景下，村干部会更加重视对于个人利益的追求而非乡村建设的发展诉求，其职务行为倾向是“利己”

且“不利村”的。基于上述理论假设，笔者对陕西省延安市、宝鸡市、韩城市等典型村庄进行了实地调

查，通过与村干部、村民的座谈交流验证了这一假设，并将村干部产生的不同职务行为倾向归纳为

“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利己不利村”等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职务行为倾向对个人和乡村也会

造成不同的影响，如表1所示。

注：需要说明的是，村干部的倾向类型在理论上还存在着中性行为的可能，比如“利村但与自己没有利益冲突”“利己却与村庄没

有利益冲突”等等。但是，这些中性行为并没有在调研案例中得到证实，因此本文不予讨论。

表1 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对个人和乡村的影响

行为倾向

利村

不利己

利村

又利己

利己

不利村

对个人的影响

不利己

①村干部个人财力物力受损；

②实现乡村发展目标不是一蹴而

就，目标过高会使村民的当下利益

受损，失去村民的信任；

③影响家庭社会网络关系。

利己

①获得来自群众和上级政府的认

可，为村干部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本；

②村干部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同

时，也为自身谋取利益回馈。

利己

①村干部拥有更多获取信息和资源

的机会，能够在对国家福利政策的

把控中得到更多好处；

②为自己家庭或亲戚和朋友谋利，

并寻求私人利益最大化。

对乡村的影响

利村

①村干部在法律政策与乡规民约的范围内合理使用乡村资源与社会资本，“取

之于民，用之于民”，甚至还会自掏腰包为乡村谋福；

②村干部能够积极为乡村发展制定周密的计划，并在乡村发展中起带头作用；

③村干部在履职过程中会更加注重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

利村

①村干部能够利用自身资源引导乡村产业结构调整、扩大生产，促进乡村社区

经济转型；

②村干部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政治资源，在乡村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建

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利村

①村干部过分注重个人利益的得失，在一定程度上轻视了自己所要承担的事

务和责任；

②村干部过于考虑自身的经济需求会对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秩序与乡村

有效治理的结果产生不良影响。

（1）“利村不利己”的职务行为倾向。“利村不利己”是指村干部通过自己的个人能力在权力职务

范围内捍卫乡村的集体利益，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组织和带动群众发展经济，以“先富”带

动“后富”。在这种职务行为倾向中，村干部不但不存在“精致利己主义”的行为动机，还会将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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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收益投入其中，甚至入不敷出。这种职务行为倾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乡村秩序稳定、经

济建设和有效治理起到显著的积极作用，推动乡村发展，但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村干部会牺牲

自己作为一名普通农户的基本权益。当然，在较为理想化的背景下，村干部能够坚定理想信念，坚守

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并带领村民在乡村建设、集体经济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

献，这体现了村干部“利村不利己”的行为逻辑。

（2）“利村又利己”的职务行为倾向。“利村又利己”是指村干部在践行正常的职务行为时，保持廉

洁奉公、忠于职守的职业操守，同时在规范自己言行的基础上利用权力和资源发展乡村的集体利益。

在乡村获得一定发展与进步的基础上，村干部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一员也会同时获得政治、经济和文

化等来自多个方面的权益回馈。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表示：“由于追逐自

己的利益，人们往往能比在真正处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3]”。因此，这里的“利

村”倾向是一种为了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诉求的动机倾向，而这种诉求可以通过“利村”来实现

“利己”。

（3）“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利己不利村”是指由于村干部职务行为异化所导致的利己

主义倾向，通过职位获取的资源和权力变现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这种职务行为倾向会

削弱乡村基层治理的效能、降低政府公信力，对乡村社会

的稳定会造成很多负面影响，侵害普通农户权益。在“民

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的村民自

治制度背景下，法律赋予乡村代理人以更重要的责任和

地位，但对职务行为异化的处罚较轻，体现了村干部“利

己不利村”的行为逻辑。

以上分析来看，一方面，“利村不利己”和“利村又利

己”的职务行为倾向最终会对乡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

“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最终会对乡村发展起到阻

碍作用；另一方面，“利己不利村”和“利村又利己”的职务

行为倾向会对个人利益起到推动作用，而“利村不利己”的职务行为倾向最终会对个人利益起到推动

作用，如图1所示。

三、“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角色范式

1.村干部角色划分：“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

角色是一种基于社会学视角下的概念，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

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方式，每个人在社会中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24]。在家族聚居现象突出、村治模式单

一、缺乏产业经济支撑的中国式乡村中，村干部往往在社会化的进程下扮演着多重角色。目前学界

关于村干部角色的讨论众说纷纭，最早提出村干部角色概念的是美国学者杜赞奇[25]，他在研究清末民

国时期的华北农村时提出了“经纪人”的角色概念。杜赞奇用“经纪人”来形容那些不是官僚但却帮

助政府收税并履行其主要治理职能的政府“代理人”，而这种村干部角色的划分作为晚清民国时期分

析中国基层治理最重要的理论框架，对后世的影响意义重大。徐勇等学者认为，村干部同时作为政

府代表和村民代表扮演了政府“代理人”与村庄“当家人”的双重角色，这种“双重角色”理论能够更好

地诠释出国家行政工作和村庄自治利益于一体的村干部行为角色[26]，但是由于村干部处于乡村利益

共同体中，在个人精致利己主义的驱使下，会使得村干部原有的“双重角色”逐渐向“双弱”状态转变，

呈现出权力“滥用者”的角色特征，其职务行为也会向谋求自身利益转变[27]。吴毅[28]认为，除“双重角

色”外，村干部在村庄中还扮演了“守夜人”和“撞钟者”的角色。一方面，村干部不会拒绝执行上级指

派的行政工作，当工作内容超出他们的能力范畴之外时，村干部往往不会全力以赴。另一方面，村干

部主观上愿意为村民做事，但是他们却无法保证能够彻底解决村民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研究提

图 1 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影响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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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角色范式，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仅是对当前村干部角色较为具体和

客观的表述，而且通过这种角色范式的分析，还能够破解目前村干部群体最真实的行为选择与心理

动机[29]。基于此，陈东华等[30]提出了村干部“共同代理人”服务角色，认为在村庄的治理格局中，村民

扮演着委托人的角色，而村干部则扮演代理人的角色，当村干部扮演村庄“当家人”角色，却会遭到来

自政府方面的压力，当村干部扮演政府“代理人”角色时，往往会因达不到公众的应然期望而遭到反

感。因此，村干部利用其“共同代理人”的角色身份可以从中获利。王惠林等[31]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

对村干部双重角色扮演的实然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村庄集体资源缺失、村级组织权威削弱、村干部

治理能力不足、干群关系不融洽等因素导致村干部无力扮演国家与村民之间的桥梁，导致“双弱”角

色状态的形成。而村干部“双重角色”的弱化现象会导致村干部“精致利己主义”倾向的萌芽，试图以

权谋私成为权力“滥用者”角色，这一角色异化应引起重视。此外，还有文献研究表明角色是村干部

职务行为影响的关键内在因素[32]，村干部职务行为则会通过其角色的改变而进行调整，进一步对乡村

治理现代化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综上，根据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界关于村干部角色的分类主要有以

下几种：村庄“当家人”、政府“代理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守夜人”和“撞钟者”“双重角色‘边缘

化’”以及“共同代理人”等。基于学者们对于“村干部角色”概念的延伸和探讨，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学界对于村干部角色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利村角色”与“利己角色”这两种角色结构维度之下的，这两

种村干部角色分别代表了村庄与政府以及个人与家庭两种维度下的结构框架。在这两种角色结构

中，村干部角色又被具体细化为村庄“当家人”、政府“代理人”、权力“滥用者”和沉默的“撞钟者”等不

同的具体角色，其对村干部职务行为均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1）“利村”角色。作为掌握乡村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村干部是乡村基层治理的执行

人，他们要代表村民的利益与政府进行“博弈”，为了维护村民权益常年游走于乡镇政府与乡村社区

之间，无暇顾及自身以及家庭。同时，他们为了解决村民诉求，费神劳心甚至自掏腰包为乡村发展建

设出力，成为村庄“当家人”。另外，村干部除了管理村级公共事务之外，还要为政府落实政策、完成

基层政治任务而游走奔波。在维护政府形象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政府“代理人”的角色，

帮助相关政府部门收集和整理村民的意见诉求，以求得乡村更好的建设与发展。在村庄“当家人”角

色与政府“代理人”角色的加持下，“利村”角色村干部的角色范式得以构建，其职务行为倾向也会更

加符合“利村不利己”与“利村又利己”。

（2）“利己”角色。在乡村社会网络中，村干部在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其具体职务的同时也兼顾着

“子女”“父母”“亲戚”和“朋友”等多重身份。作为家中的“主心骨”和“顶梁柱”，他们需要承担赡养老

人、抚养子女的义务。而作为亲戚朋友眼中的“好靠山”，他们往往会成为人际关系中被依附的一方，

希望能够通过职权运作而获取日常村级事务中的便利条件，其中存在着大量的越轨行为。因此，村

干部在经济物质方面会更多地考虑和满足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以及自己的期望和诉求，当面对乡村

公共利益资源分配时他们会优先谋求自身的利益得失，逐渐成为权力“滥用者”。另外，村干部作为

乡村的主要负责人本应首当其冲地发挥先锋作用，为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但由于乡村经济

滞后、个人公信力不足、组织动员能力下降、干群关系紧张等因素致使其无法切实作为[33]。一方面，出

于“怕得罪人”“做和事佬”理念影响，村干部在日常行政工作中仅局限于完成规定的本职工作，不会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导致村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一直以来都无法得到解决。另一方面，村干部主观

上愿意为村民做事，但是他们却无法保证能够彻底解决村民的问题，当工作难度较大超出他们的能

力范畴之外时，村干部往往不会全力以赴，其角色类型也逐渐趋于沉默的“撞钟者”。因此，在权力

“滥用者”与沉默的“撞钟者”角色的共同影响下，“利己”角色村干部的角色范式也得以构建，其职务

行为倾向会更加符合“利己不利村”。

2.不同角色影响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案例分析①

基于前文理论分析，笔者进一步构建出村干部角色、职务行为倾向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机理

① 案例 1根据笔者 2019年 8月在陕西省延安市川口乡冯庄村实地调研的资料整理；案例 2根据笔者 2019年 9月在陕西省延安市川

口乡王庄村实地调研的资料整理；案例3根据笔者2020年2月在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绛帐镇西渠村实地调研的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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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如图 2所示），以此来对村干部“利村”“利己”角色及村干部“利村不利己”“利村又利己”与“利己

不利村”职务行为倾向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质性分析。

（1）“利村”角色：“利村不利己”与“利村又利己”。当村干部扮演“利村”角色时，他们不仅需要成

为政府“代理人”，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政治任务”，也要同时作为村庄“当家人”，维护着乡村的社区

利益。在这种双重角色身份的积极驱使下，村干部必然会带动乡村实现全面发展。

案例 1 冯庄村位于川口乡政府以南 10千米处，全村 356户，1142人，基本农田 1280亩，

以种植玉米、苹果为主，村民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人口较少。在LHY上任以前，该村就面

临着土地流转、苹果无法保存而影响村民收入等问题，前几届村干部也并没有彻底为村民

解决相关的实际问题。LHY很早就外出做生意，成为村中较早富起来的一批农民之一，外

出打拼的经历也让他拥有了独到的见解和开阔的眼界。另外，LHY还受过高等教育、性格

敦厚老实，再加之其母亲是该村的小学教师，在村中因教学严谨认真为人熟知，因此他受到

了村民的一致认可。虽然他并没有参加前两届的村支书竞选，但却均获得最高的票数。因

为群众基础好的缘故，政府曾多次劝说其回村带领村民发展致富。上任后，LHY首先对村

中的问题进行了梳理汇总，认为修建苹果仓库刻不容缓，便向上级申请资金，并用自己的资

金垫付一部分修建费，使苹果仓库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便建了起来，解决了村民冬天苹果

无法储存的问题。除此以外，在政策宣传方面，LHY也是不遗余力地去贯彻落实。他经常

组织村委会通过村广播、横幅标语以及党支部会议等形式向村民传达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

和会议精神。由于党员活动室年久失修无法使用，他还“自费”16万元进行修缮。对于村民

提出的意见建议，也会积极向上级反映。由于LHY对于推动乡村建设发展的坚定决心，他

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扑在冯庄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上，找人帮忙打理自己的生意，导

致生意亏损严重，因此村民都对他感激不已。

在冯庄村的发展中，村干部LHY的当选符合村民和当地政府的意愿，而且他能够公正处理乡村

内涉及宗族利益的公共事件，同时在政府与村庄的关系中起到积极的调和作用，得到了当地政府的

大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利村”角色。在所扮演的角色中，LHY能够认可政府政策，积极在村

庄进行宣传，并得到了上级政府的信任。同时，LHY又能够从村民角度出发切实解决阻碍乡村发展

的难题，得到村民的一致夸赞。但是，在乡村建设发展的同时，“垫付”“自掏腰包”等行为却损害了

LHY自身的利益，再加之生意赔本，使自己在经济层面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因此，笔者认为，村干部

所扮演的“利村”角色会影响其职务行为倾向符合“利村不利己”的倾向划分。

案例2 王庄村与川口乡政府相距 5千米，种植基本农田 810亩，退耕地面积 455亩。全

村共有人口 168户，471人，其中流动人口 10户。该村产业种类少，除了少量村民从事养殖

业、运输业，大多以劳务输出为主。王庄村村支书WDL一直居住在村中，是村中的种植大

户，由于其父亲一直担任该村村干部，因此他们一家在村中较有威望，受到当地村民的一致

认可。因此，当地政府对WDL十分认可，并有意培养他成为王庄村的村干部为民谋福。

2017年，WDL在王庄村新一届的村委班子换届选举中高票当选村支书。WDL上任之后就

图 2 村干部角色、职务行为倾向与乡村发展机制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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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马大刀阔斧的谋划改革，并长期奔波与政府和村庄两头，积极为村庄争取政府的政策支

持与关注。在WDL的努力下，村中土地流转、留守人员等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得到了改

善。另外，他在争取到资金支持的同时积极与村民进行沟通，对留守人员进行技能培训，使

村庄现有问题的进展实现了实质性突破，对村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与村民的访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WDL为村庄做出的一系列举措都得到了村民们的高度评

价与肯定，使他在年终评优时被授予“十佳村干部”的称号，其所在村委会以及党支部也被评为了“先进村

民委员会”以及“先进基层党支部”的称号，WDL个人也被作为其他邻村村干部的学习榜样进行广泛宣

传。WDL在履职过程中积极推动乡村发展并做出了相应的有效举措，其自身被推举作为先进典型进行

表彰学习，在实现村庄蜕变的同时也收获了自身的名利。因此，笔者认为，村干部的“利村”角色同时也会

影响其职务行为倾向，符合“利村又利己”的倾向划分。

（2）“利己”角色：“利己不利村”。政府在落实政策、完成任务、更好的帮助农村实现基层治理的过程

中，必须依靠村干部来进行最终的执行工作，因此大部分政府在上级任务的压力下会主动与村干部维持

良好的关系，给予村干部绝对的权力。当村干部扮演“利己”角色时，一方面，他们在面对村民的公众诉求

时并不会轻易承诺或者付诸实践，而是想方设法地利用自己的权力从公共资源中攫取利益，满足自己的

私欲，逐渐演化为权力“滥用者”。另一方面，他们既不认可上级政府的种种做法，也不愿代替政府发声、

维护政府在村民心中的形象，其角色类型逐渐趋于沉默的“撞钟者”。在“利己”角色的驱使下，村干部开

始游离于政府与村民之外，不愿再作为政府“代理人”和村庄“当家人”去处理与政府、村民之间的关系。

此时，就可能使村干部进而成为沉默的“撞钟者”和权力“滥用者”角色，影响其职务行为倾向发生变化，出

现不作为或贪腐等现象，阻碍乡村发展。

案例3 西渠村由原西渠村和柳家村合并组成，距镇政府7千米，交通便利。全村辖9个村

民小组，1169户，5049人，耕地面积5469亩。西渠村是宝鸡市的贫困村，2016年以前村民主要

以种植小麦、玉米、油菜等低收入作物为主要生活来源，村民人均年收入不足3000元，村民基本

生活难以保障。随着精准扶贫政策的展开，一系列惠农政策落地，建档立卡户的评选成为西渠

村中的头等大事。笔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有位老妇人住在自家修建的二层水泥房中，家中有

各种现代家电甚至还装有村内少见的抽水马桶，几位子女都在政府单位上班，本就富足的家庭

条件却被评为了贫困户，每月享受着国家几百元的贫困补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家农

户，男主人以养猪为生，妻子一年前病逝，在之前为妻子看病疗养期间曾欠下了大量的医疗费

用，当时居住的房屋窗户漏风房梁歪曲，在村中属于低收入人群，却没有被评选为建档立卡户。

据西渠村村民反映：西渠村村干部WZY为了拉拢老妇人子女的政治资源，利用分户的形式让

老妇人单独为一户来“符合”评选的各项标准，而未被评上贫困户的男主人因为私事与村干部

WZY不合，村干部WZY在评选时便百般阻挠，暗中操纵评选结果。

由于农村地区对于资源保护的法律形式模糊不清、产权关系不完善，“乡镇、村集体、村小组”三级组

织建设不完善，进一步加剧了产权代表的空缺，使村干部可以自由选择，并将农村地区有限的资源用于自

己的营利活动，导致“精致”的利己主义思想滋生，出现“公权私用”“中饱私囊”等越轨行为，致使乡村发展

进程缓慢，收效甚微。因此，村干部所扮演的“利己”角色会影响其职务行为倾向更加趋于异化，原本立足

于乡村发展的各项资源沦为村干部群体内部之间的分利牟利的资本，符合“利己不利村”的倾向划分。

3.职务行为中村干部“利己不利村”倾向的行为逻辑

在职务行为过程中，村干部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代表政府与村民来维护双方的切实利益，但由于个

人精致利己主义的心理选择和行为动机，村干部往往会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并导致其“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因此，参与谋利行为，进而最终实现自身的利益是村干

部“利己不利村”职务行为倾向的现实逻辑。另外，村干部作为乡村地缘社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

乡村中的社会互动首先表现为一种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是指以村干部为中心向外扩散的家族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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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使村干部在行使政治权力时包庇甚至偏向家族成员。由此可见，在“乡政村治”的背景下，纷繁复杂

的乡村关系导致村干部“帮熟不帮生”“帮亲不帮理”等失序现象时有发生，由此所引发的村干部角色弱化

甚至行为异化也引起了很多村民的不满。

（1）通过职权谋利。政府权力下沉，使得村干部成为乡村的实际掌权者，他们拥有分配和调控在乡村

大量聚集的各种资源的权力。案例中关于建档立卡户的评选在相关政策文件中有着明文规定，乡镇政府

按照贫困程度不同将名额分配到各个村子，实际决定权便掌握在村干部的手中。由于建档立卡户村民能

够在村庄内享受到更多的政府财政补贴，这种“白拿钱”的“好事”进而逐渐演化为村干部“拉关系”“开后

门”“使绊子”的偏私手段。建档立卡政策对于农户来说实际上是一种帮扶机制，它是国家落实脱贫举措、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具体表现，但在现实中却逐渐演化为村干部通过职权谋利的政治工具和利益交换的资

本与筹码。通过向村干部许诺利益保证的基础上使村干部影响评选结果。因村干部是村民利益纠纷的

协调者与裁决者，当评选结果公示后对于其他村民的质疑与不满，村干部出面管束也最为有效。

（2）偏袒家族成员。在以宗法群体为本位的中国乡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以亲属关系为

主轴的。因此，维系血缘关系就在无形中变为了乡村背景下个人扩大自身圈子的重要途径。在乡村治理

过程中，无论村干部是以“利村”角色还是“利己”角色参与乡村振兴，村干部都首先需要得到乡村农户的

推崇与拥护，而这种推崇与拥护在一定程度上大多都来源于家族成员。就家族成员而言，确立和巩固自

己亲属的政治地位同样也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因此，当村干部的家族成员与普通村民形成利益竞争时，

村干部往往会偏袒自己的家族成员并使他们在竞争过程中获得优势。在村干部“利己”角色的影响下，其

职务行为倾向呈现出“自我主义”的特征，即村干部在乡村社会中会充分发掘能够利己的一切机会，而这

些机会也同样波及以村干部自身作为中心的亲属网络，由“利己”再到“利众”。

四、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对策

根据上述分析，不同村干部角色会影响其职务行为发生相应改变，进而衍生出不同的村干部职务行

为倾向，且村干部角色与村干部职务行为均会对乡村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认识到村干部的多重角色

能够影响其职务行为倾向，进而改变农村社区发展和治理结果时，如何培养更多的“利村”角色村干部、抑

或促使更多“利己”角色村干部向“利村”角色转型来推动乡村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建议采取

以下措施来强化村干部对其角色定位的认知以及职务行为倾向的修正程度，以期进一步归正村干部角

色、规范村干部职务行为，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

第一，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力度，完善政府行为监督机制，打造上下协同的双重监督体系。监督是乡

村有效治理最好的“防腐剂”，预防村干部“精致利己主义”倾向的滋生、减少“利己”角色村干部的比重就

要在监督方面有所作为。目前我国针对村干部的监督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上级乡镇监察机关对下

属乡村的村干部进行的体制内的监督；二是村民对村干部职务行为具有监督的权力与义务；三是来自“村

两委”干部的监督，主要是乡村设立的专职监督人员以及村干部间的互相监督。据笔者实际了解，上级监

督力度大、指标硬、程序严，但由于村干部人数众多无法一一对应，往往只能通过“村民上访”来了解情况；

其次，来自村民的监督虽然能够做到面面俱到，但他们缺乏专业知识，且容易受到个人情绪的影响，无法

做到绝对的公平公正；再者，村干部之间由于在工作中交往甚密，对彼此业务及执行情况都较为了解，能

够有效履行监督职能，因此加强村干部同级监督的比重就显得尤为重要。另外，为了防止同村干部之间

相互包庇的现象，在乡村设置专职监督人员岗位时可将外村干部纳入选择范围之内，使监督更加公平。

抑或采取“乡村负责人”制，使上级负责监察的相关工作人员负责对具体村庄的监督，并将其纳入日常考

核体系中，对村干部职务行为执行情况进行全方位监督，以此减少村干部“利己不利村”的职务行为倾向。

通过建设村干部同级监督监查体系，能够引导其正确履行职能、规范村干部角色，对端正村干部职务行为

倾向、预防基层腐败问题的发生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完善对村干部的惩戒和激励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式。通过上文分

析，如何培养更多“利村”角色村干部，抑或促使更多“利己”角色的村干部向“利村”角色转型对于乡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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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来说尤为重要。首先，要协调好信访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公共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充分

发挥上述机关综合调查的作用，保障“红线”长效机制有序发力；其次，要建立严格的问责制度。对于典型

的村干部腐败案件，除了给予严厉的经济处罚外，还应该通过报纸、电视、微信等媒体平台进行曝光和通

报，建立“利村又利己”“利村不利己”的职务行为倾向意识形态；再者，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制约等措施能

够很大限度地为村干部职务行为提供动力。如工作激励（报酬激励、文化激励、组织激励）、择优汰劣机制

等手段，使他们继续在原有岗位上保持高效率、高质量的工作表现，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实现个人价

值，成为“利村”角色村干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乡村有效治理。因此，只有形成“宽严相济”的管理模

式，才能使村干部在“不敢腐”和“想作为”中达到平衡。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村干部正逐渐过渡为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主体，而新时代乡村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将由“实现经济发展”向“提升治理效能”进行转变。因此，如何提升村干部的治理能

力则成为了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条件。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关于村干部角色与村干部职务行为的讨

论也将成为新的重要议题。“利村”“利己”角色是基于村干部职务行为倾向的机理分析而得出的角色概

念，能够反映出村干部典型行为的产生动机。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村干部是最了解乡村、民众的迫切需

求以及当地的实际情况的群体。因此，村干部的作用能否被正确发挥，其职务行为倾向是否对乡村发展

起到积极作用十分重要。村干部在治理乡村的过程中本应扮演“利村”角色为乡村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但

在实际情况中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谋取私利、行使行政权力时包庇或偏袒家族成员等偏差行为，导致村

干部扮演“利己”角色的现象。因此，在乡村治理与治理乡村的重要议题中，如何增加“利村”角色村干部

的比重，抑或促使更多“利己”角色的村干部向“利村”角色转型，是当下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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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llage Officials’Roles of“Serving the Village”and“Serving
Themselves”

——A New Paradigm for Research on the Occupational Behavior of Village Officials

LUO Bowen，ZHANG Heng，YU Jin

Abstract As the important agents of the grassroots 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village offi⁃
cials’occupational behavior is not only a key part of ensuring effective rural governance，but also an im⁃
portant factor in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Based on multipl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the article divides the village officials into two role types
which are“serving the village”and“serving themselves”respectively，and three types of village officials’
occupational behaviors，namely“serving the village rather than themselves”“seving both the village and
themselves”，and“serving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villag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vil⁃
lage officials’roles on their occupational behavior tendencies，and uses case analysis to verify the hetero⁃
geneity of rural governance caused by village officials’occupational behaviour tendencies. At the same
time，based on the in-depth mechanism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 tendency of“serving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village”，we studied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ts typical behavior.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village officials’occupational behavior，due to their refined egoistic psychological choices and behav⁃
ioral motives，they often take the maximization of their interests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end point of
all behaviors and have the tendency to“serve themselves rather than the village”while they should have
played the role of“serving the village”to represent the government and the villagers to safeguard the real
interests of both sides. Therefore，two countermeasures were put forward to regulate the tendency of vil⁃
lage officials’occupational behavior. On the one hand，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village
officials at the same level，improve the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behavior，and create a
dual supervision system of upper and lower coordination. On the other hand，it is also important to im⁃
prove the punish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for village officials，smooth the promotion channels，and
form a management model with“both liberality and strictness”.

Key words rural governance；the role of village officials；the tendencies of village officials’occupa⁃
tional behavior；serving the village；serving one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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